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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制度质量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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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2013—2020年31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

结构发展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并重点探讨了制度质量在数字经济优化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数字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优化制度质量则能增强这一促进效果;从异质性看,制度质

量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效应越强,同时,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作用较为

明显,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质量也是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

与高级化的重要推动力。本文的发现为我国高效优化产业结构、高水平推进经济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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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作为高级经济形态,是促进经济发展,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抓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具有重要作用[1]。同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态势下,我
国的经济增长动力由传统的“人口红利”转向新型的

“制度红利”[2],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的积

极作用不容忽视[3]。因此,数字经济在要素资源重组

过程中,必然会受制度环境制约。从制度质量视角探

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不对称影响,对我国打

造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深远意义。
“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最早由全球经济学家Don

Tapscott[4]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方式呈现信

息流的经济模式。随后,美国Negroponte等[5]系统

阐述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与应用价值,预言数字技

术将全面渗透人类社会活动。数字经济开始兴起,
并引发全球关注,则是源于21世纪初期美国发布的

系列研究报告———《新兴的数字经济》。现今各界

对数字经济概念未有统一定论。2016年G20峰会

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

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
以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

nology,ICT)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

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赛迪顾

问[6]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重要内容的一系

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本文定义数字经济为依托数

字信息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经济活

动之和。
当前,关于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的研究主要集

中于影响因素分析。一部分学者研究了数字经济

和产业结构的关联:多数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

够优化产业结构[7],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向着合理

化和高级化方向转变[8];也有学者将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指出数字经济已成为我

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持续动力源泉[1]。另一部分学者

则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具体路径

进行研究,主要包括要素配置[9]、政府干预[10]、科技

创新[11]等。
与本文有关的另一类研究则集中于对制度质

量经济效应的研究。当前大多数研究基于双边或

多边贸易视角探究制度质量对国家贸易的作用影

响[12],直接论述制度质量与产业结构经济联系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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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则并不常见,但现有文献均认为制度质量对产业

结构优化存在重要影响[13],部分文献还指出不同优

劣程度的制度质量会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异

质效果[14]。同时,在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

下,立足数字经济发展背景探究制度质量经济效应

的文献也趋于少数[15],更遑论有文献从制度质量视

角出发论述数字经济对我国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

的影响机理。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①我国31个省份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细致的度量,深入探讨数字经

济与产业结构动态发展进程。②以往研究主要考

察了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的直接关系,缺少对细分

维度的深入剖析,从信息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
字产业化三个维度出发,研究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离不开三者的共同推动。③以往研究重在关注

制度质量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实际影响,并无文

献关注制度质量在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间的调节

作用,更未有文献基于制度质量视角对其中的异质

性进行分析。基于制度质量视角,不仅探讨了制度

质量在数字经济与我国产业结构变迁间的调节效

应,还研究了当存在区域异质性、制度质量异质性

时,制度质量的差异性效果。
本文的框架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机制分析与

理论假说,基于制度质量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影响

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我国2013—2020年31省份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深入研究,并系统分析了我国

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第四部分为实证检验,论证了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以及制度质

量在其中的作用效果。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建议,为
我国高效优化产业结构、高水平推进经济制度改革

提供可行性政策建议。

1 机制分析与理论假说

1.1 直接影响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动能,不仅是经

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动力,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引

擎[16]。首先,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产业布局。数字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

业的渗透融合,在改变传统生产方式的同时,加速

了传统产业部门的分解重构,以及传统制造业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转型进程,从而推动了传统产业在结

构上的优化转型,也为传统产业链与价值链的迭代

升级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1]。
同时,数字经济推动了新兴产业崛起。数字化技术

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不仅能够盘活传统产

业,对传统产业实行全方位、全角度及全链条的改

造,也可以拓展社会连接边界,挖掘出潜在的消费

和市场,不断催生出各种新业态与新模式[17],助推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H1: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1.2 基于制度质量的间接影响效应分析

产业优化升级的动能转换离不开制度变革的推

动作用:当生产环节的技术复杂度较低时,产品生产

分工主要依托要素价格优势,对制度质量要求较低;
当产业链处于较高分工层次,生产环节技术复杂度较

高时,产业专业化分工更多地取决于制度质量所能带

来的交易费用及交易风险的降低程度,对要素价格依

赖性相对较弱[2]。数字经济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对高水平制度质量需求较为迫切,高质量的经济制度

能够为技术创新及生产效率提升创造良好环境[18],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此,提出以下假说。

H2:随着制度质量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推动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果将显著增强。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设定

为了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实

际影响,构建以下方程:

IDSit =α0+α1DIGit+α2Xit+δi+μt+εit (1)

IDSit =β0+β1DIGit×SYSit+β2DIGit+

β3SYSit+β4Xit+δi+μt+εit (2)
式中:被解释变量IDSit 为i省在t年的产业结构优

化水平;解释变量DIGit 为i省在t年的数字经济发

展水平;α0、β0 为常数项;α1、α2 分别为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和控制变量的系数;β1 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

制度质量的交互项的系数;β2、β3、β4 为其他解释变

量系数;Xit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δi 为各省份固定效

应;μt 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 为随机扰动项。式(2)将

制度质量SYSit 纳入实证研究框架,利用交互项模

型探究制度质量在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促进作用(表1)。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2.2.1 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测度

借鉴干春晖等[8]使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
业结构高级化”衡量各省份产业结构发展水平。

(1)产业结构合理化测度。采用泰尔指数来度

量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具体公式如下:

TL=∑
n

i=1

Yi

Yln
Yi

Li

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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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变量及数据来源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计算方式

被解释变量

TLit
产业 结 构 合 理

化水平
指数测算

TSit
产业 结 构 高 级

化水平
指数测算

解释变量

DIGit
数字 经 济 发 展

水平
熵值法测算

DIGit×SYSit

制度 质 量 对 数

字经 济 的 调 节

效应

数字 经 济 与 制

度质 量 指 标 的

交互项

控制变量

GOVit 政府干预水平
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出/GDP

RDit
R&D经费投入

强度
—

DEPit 贸易依存度
进 出 口 总 额/

GDP

EDUit
就业 人 员 受 高

等教育程度

受高 等 教 育 就

业人数/总就业

人数

CAPit
实际 利 用 外 资

水平

实际利用外资/

GDP

AGEit
人 口 老 龄 化

程度

老年 人 口 抚 养

比

式中:Y 为各省份的总产出增加值;L 为各省份的总

就业人数;i为不同产业。泰尔指数不仅考虑了各

产业在经济社会中所占份额,还保留了结构偏离度

的理论基础与经济含义。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

TL=0,若TL绝对值越大,则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越低。
(2)产业结构高级化测度。产业结构高级化发

展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表现。采用第三产

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

(TS),这一指标准确反映了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

向,TS值越大,表明经济社会服务化发展水平越

高,产业结构越趋于高级化。

2.2.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由于信息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支撑着

数字经济的平稳快速运行;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内容,代表了各行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标志着数

字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应用规模的不断扩大。因

此,借鉴许宪春和张美慧[19]的方法,选取“信息基础

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三个维度,对我

国2013—2020年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表2)。
其中,信息基础设施与产业数字化指标数据均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电信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来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权重/%

基础

设施

移动电话基站数 万个 +
域名数 万个 +
网页数 万个 +
IPv4地址数 万个 +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万个 +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万户 +

28.06

产业

数字化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个 +
有电子商务交易的企业占比 % +
电子商务销售额 亿元 +

18.78

数字

产业化

电信主营业务收入 亿元 +
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 个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收入 亿元 +

53.17

自《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互联网百强企业数

量”来自《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报告》,“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收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

三产业统计年鉴》。

2.2.3 制度质量测度

黄少安和韦倩[20]的方法,基于“索洛模型”将
制度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技术进步因素中剥

离,即利用“索洛剩余的剩余”来作为制度质量的

代理变量,换言之,“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残差

项即为制度质量测度水平。其中,产出指标选用

以2013年为基期的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投入指标

选用以2013年为基期的固定资本存量及各省份

就业人数,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测算[21]。
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

价格指数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地区生产总值

指数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就业人数来自各省份

统计年鉴。

2.3 描述性分析与共线性检验

2013—2020年我国各省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

高级化水平均值分别为0.181和1.430,总体而言

我国产业结构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表3)。数字经

济与制度质量的标准差均大于平均数,说明各地区

之间的数字经济水平与制度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且
制度质量的差距尤为明显,因此基于制度质量视角

探究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不对称影响具有

现实意义。
借鉴Krammer[22]的共线性判定标准,若各变

量之间相关系数≥0.85,则认为模型存在严重的多

重共线性。根据表4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自变量

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85,表明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

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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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Sit 0.181 0.116 0.008 0.565
TLit 1.403 0.735 0.665 5.297
DIGit 0.121 0.138 0.008 0.779
SYSit 3.09×10-9 0.407 -0.779 1.216
GOVit 29.923 20.926 11.881 135.378
RDit 1.722 1.147 0.190 6.430
DEPit 25.328 26.077 0.760 125.760
EDUit 20.546 10.288 5.900 62.210
CAPit 2.204 1.915 0.011 12.805
AGEit 14.968 3.812 7.010 25.480

表4 自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DIGit GOVit RDit DEPit EDUit CAPit AGEit
DIGit 1.000
GOVit -0.362 1.000
RDit 0.778 -0.432 1.000
DEPit 0.760 -0.328 0.787 1.000
EDUit 0.650 -0.205 0.811 0.689 1.000
CAPit 0.107 -0.268 0.434 0.364 0.228 1.000
AGEit 0.189 -0.479 0.311 0.05 0.20 0.212 1.000

2.4 特征性事实分析

绘制2013—2020年我国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关联散点图(图1),结果

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各省份产业结构优

化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对地区异质性进行分析

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呈正

相关关系,与西部落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能

存在负相关关系。
不同经济制度质量水平或对数字经济与产业

结构优化水平产生不同影响,将高于制度质量水平

中位数的省份定义为制度质量高水平省份,反之则

为制度质量低水平省份。从制度质量异质性来看

(图2),当制度质量高度优化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

构优化水平存在正向关联;当制度质量处于较低水

平时,两者呈负相关。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关

联性分析,为下文实证研究提供初步依据。

图1 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关联性

图2 不同制度质量水平对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3 实证检验

3.1 基准回归结果

3.1.1 总指标回归结果分析

表5报告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基准

回归结果。表5中模型(1)和模型(2)为单一解释

变量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分别控制了不

同的固定效应,模型(5)则同时控制了地区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不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模
型如何采取固定效应,DIG的回归系数在所有模

型中全部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
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假
设 H1成立。以模型(5)为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每提升1个 单 位,产 业 结 构 优 化 水 平 平 均 提 升

0.393个单位。
从控制变量的结果看,加大政府干预力度、人

口老 龄化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积极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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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总指标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DIGit
0.934*** 0.511*** 0.505*** 0.525*** 0.393***

(0.091) (0.121) (0.115) (0.128) (0.123)

GOVit
0.005*** 0.007*** 0.007***

(0.001) (0.001) (0.001)

RDit
-0.006 -0.021 -0.019
(0.017) (0.018) (0.017)

DEPit
-0.0008 -0.002*** -0.002***

(0.0005) (0.0006) (0.0006)

EDUit
0.004** -0.002 -0.001
(0.002) (0.001) (0.002)

CAPit
-0.009*** -0.012*** -0.009***

(0.003) (0.003) (0.003)

AGEit
0.010*** 0.009*** 0.010***

(0.002) (0.002) (0.003)

常数项
0.461*** 0.473*** 0.191*** 0.322*** 0.271***

(0.038) (0.013) (0.061) (0.054) (0.061)
个体固定 否 是 否 是 是

时间固定 否 是 是 否 是

观测值 248 248 248 248 248
R2 0.319 0.466 0.603 0.544 0.621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响,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人力资本质量对我国产业

结构优化效果不显著,提升贸易依存度与实际利用

外资水平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负面影响。

3.1.2 分指标回归结果分析

资源能够在各产业间合理配置及有效利用是

产业合理化的重要表现形式[23]。研究发现,数字经

济的信息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并未有

显著影响,目前我国新兴数字经济载体覆盖率不

高、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有可能阻碍产业结构合理化

进程。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可

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

产业高级化是指通过创造或引入高级生产要

素如技术、制度等,使投入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

流动以达到整体配置优化及要素使用效率提升的

过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

产业化进程均能提升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其中,数字产业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尤

为明显,数字产业化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平均提升0.854个单位,数字化产业通

过催生新技术与新模式,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倒逼生产结构加速转型,成为产业结构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引擎(表6)。

表6 分指标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1) (2) (3) (4) (5) (6)

信息基础设施
0.108 0.735***

(0.077) (0.218)

产业数字化
0.145*** 0.525***

(0.054) (0.155)

数字产业化
0.175* 0.854***

(0.106) (0.27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R2 0.484 0.498 0.486 0.784 0.784 0.77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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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异质性分析

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异质性进行分析,
发现三地存在不同的影响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

发展对其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具有显著影响,西部地

区存在负向效应,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表7)。
这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产业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
东部地区具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基础,因此数字经济

的发展能够深化其产业转型;而中西部地区的产业

发展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

主,产业结构的固化使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

构优化速度并不适配,因此数字经济发展并不能促

进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

3.3 基于制度质量视角的进一步研究

3.3.1 制度质量调节效应分析

(1)总指标影响效应分析。表8模型(1)为制度

质量在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调节效应分析。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制度质量水平

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制度质

量不断优化,数字经济推动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作用效果也将显著增强。假设H2成立。
(2)分指标影响效应分析。能否刺激生产要素

朝着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优化方向发展主要受制于

制度政策水平[24]。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影响

程度进行分析,虽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我国产业

结构合理化水平影响不显著,但在制度质量调节作

用下,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升我国产业结

构合理化水平。当制度质量高度优化时,推动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也将会进一步提升我国

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说明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

有效的政策制度能够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产业结构布局合理化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增长[25]。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高水

平制度质量能够增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的促进效应。良好的制度质量能够引导并保

障产业部门的要素禀赋朝着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

的方向优化配置[13]。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3.3.2 制度质量调节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1)地区异质性分析。表8模型(2)~模型(4)
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划分,结果表明不断改

善制度质量能够显著提升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

结构的优化效果,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发展数字经

济的基础设施载体完备,对制度体系质量等“软件

表7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变量
东部省份 中部省份 西部省份

(1) (2) (3) (4) (5) (6)

DIGit
1.321* 0.828* -1.261 -0.342 -0.016 -0.287*

(0.629) (0.422) (0.984) (0.532) (0.140) (0.164)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88 88 64 64 96 96
R2 0.673 0.752 0.693 0.795 0.347 0.350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表8 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高水平 低水平

(1) (2) (3) (4) (5) (6)

DIGit×SYSit
0.877*** 0.875*** -1.184 1.497 0.636*** 0.766
(0.168) (0.191) (1.141) (1.291) (0.191) (0.761)

DIGit
0.575** 1.124*** -0.129 0.187 0.590** -0.162
(0.253) (0.243) (0.316) (0.873) (0.207) (0.864)

SYSit
0.009 0.162* 0.196 -0.040 0.057 -0.002
(0.045) (0.081) (0.212) (0.132) (0.067) (0.07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8 88 64 96 124 124
R2 0.682 0.861 0.805 0.533 0.862 0.403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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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制度质量在分指标中的调节效应分析

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1) (2) (3) (4) (5) (6)

基础设施×制度质量
0.240** 1.254***

(0.114) (0.315)

产业数字化×制度质量
0.162** 1.345***

(0.081) (0.215)

数字产业化×制度质量
0.463*** 1.903***

(0.129) (0.366)

基础设施
0.136 0.462
(0.135) (0.374)

产业数字化
0.031 0.475**

(0.079) (0.212)

数字产业化
0.236 2.108***

(0.156) (0.442)

制度质量
0.062 0.067 0.079* 0.210 0.199 0.159
(0.047) (0.046) (0.046) (0.129) (0.123) (0.1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8 248 248 248 248 248
R2 0.499 0.513 0.522 0.758 0.780 0.758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设施”提出更高适配性要求;相较而言,在数字经济

与时俱进的发展进程中,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经

济的基础设施及配套服务等硬件联通水平有待提

升,更高层次的经济制度发展质量对数字经济及产

业结构的正向影响尚未显现。
(2)制度质量水平异质性分析。表8模型(5)~

模型(6)对制度质量的异质性进行分析,回归结果

表明,数字经济在高水平制度质量环境下对我国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显著正向效应,进一步论证制

度质量是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调节

机制,完善了假设H2。

3.4 稳健性检验

采用4种方式对交互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10展示了稳健性检验结果。

1)替换变量

借鉴用非农产业比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进行衡量。模型(1)为替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

果,回 归 结 果 显 著 为 正,与 上 文 回 归 结 果 保 持

一致。

2)自体抽样

一般而言,小样本抽样在300次以上就能较好

地反映样本总体特征,运用自体抽样法对2013—

2020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了300次抽样,模
型(2)证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制度质量对产业

结构优化具有显著积极影响。

表10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替换变量 自体抽样 缩尾处理 工具变量

(1) (2) (3) (4)

DIGit×SYSit
0.329** 0.877*** 0.781*** 0.581**

(0.129) (0.164) (0.198) (0.279)

DIGit
0.084 0.575*** 0.494* 0.132
(0.159) (0.193) (0.260) (0.366)

SYSit
0.068 0.009 0.023 0.006
(0.068) (0.051) (0.046) (0.045)

GOVit
-0.001 0.007*** 0.007*** 0.005**

(0.003) (0.005) (0.003) (0.002)

RDit
-0.041** -0.037** -0.042*** -0.040**

(0.020) (0.015) (0.014) (0.017)

DEPit
-0.0001 -0.0003 -0.0003 0.0010
(0.0004) (0.001) (0.0012) (0.0012)

EDUit
0.0002 -0.0018 -0.0006 0.0001
(0.0027) (0.0021) (0.0022) (0.0025)

CAPit
-0.0001 -0.0080*** -0.0083*** -0.0076
(0.0037) (0.0029) (0.0021) (0.0074)

AGEit
0.0031 0.0088*** 0.0092** -0.0010
(0.0026) (0.0027) (0.0044) (0.0031)

常数项
0.288*** 0.346*** 0.321*** 0.521***

(0.092) (0.069) (0.080) (0.076)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48 248 248 155
R2 0.515 0.682 0.667 0.242

KPL检验 0.001
CDF检验 43.365
RKF检验 26.179
Hansen检验 0.314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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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缩尾处理

鉴于31个省份综合发展水平各异,为处理离群

值,通过首尾1%分位数缩尾处理替换部分极端测

算值,模型(3)显示制度质量能显著增强数字经济

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动作用。

4)工具变量法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能够在一定程度克服内生

性,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内生性存在。选取数字经济

与制度质量指标交互项的滞后两期、三期作为工具

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4)表明,在考虑内生

性情况下,制度质量仍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存在显著正向效应。
上述结果表明,本文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多维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

2013—2020年我国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

业结构优化水平,基于经济制度质量视角探究数字

经济优化产业结构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①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能够显著推动各省份产业结构优化

进程,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单

位,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平均显著提升0.393个单位;

②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相较中部、西部

省份,东部省份发展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存在

显著正向影响;③数字经济对具备较高水平制度质

量地区的产业结构存在显著优化作用,对中西部等

低水平制度质量地区影响不明显;④分指标看,制
度质量是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促进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重要推动要素。
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建议。
(1)搭建互动渠道,打造产业结构优化平台。

首先,努力建设“高速泛在、集成互联、智能绿色、安
全可靠”的数字化网络基础设施,提升信息通信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与现代化服务水平。再者,推
动数字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全产业链,着力建立创新应用、
服务融合、跨产业融通的产业生态体系。最后,大
力培育新兴数字产业集群,加强电子信息行业先进

基础工艺积累及新材料开发,积极孵化数字经济新

产业、新业态与新模式。
(2)优化空间布局,促进数字经济联动发展。

积极引导各地全面贯彻“数字中国”战略,因地制

宜,培育具有本土特色的数字经济新优势。对于数

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重点增强全面数

字素养,优化数字营商环境,大力培育数字经济开

放合作新生态,积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与

数字经济文化高地;相较数字经济发展落后的中西

部地区,深入统筹规划数字经济顶层战略设计,补
齐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强化数字化教育投

入,支持东、中西部信息技术人才跨区域交流合作。
(3)深化体制改革,找准数字经济发力点。深

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十四五”战略规划国

家顶层设计与各地方、各区域具体实施规划对接,
明确各省份功能定位及职能分工,形成上下互动、
相互支撑的发展格局,打造制度引领优势。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数字经济赋

能营造良好制度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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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symmetricImpactofDigitalEconomyon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
BasedonthePerspectiveofInstitutionalQuality

CHENXueyang1,ZHANGLuobin2,LUYi2
(1.PartySchoolofLinhaiMunicipalCommitteeofCPC,Taizhou318000,Zhejiang,China;

2.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UniversityofTechnology,Hangzhou310023,China)

Abstract:Byconstructingtheindexsystem,anin-depthstudywasmadeonthedevelopmentlevelofdigitaleconomyandthedevelopmentlaw
ofindustrialstructurein31provinces(duetothelackofdata,thestatisticaldatamentionedheredonotincludetheHongKongSpecial
AdministrativeRegion,theMacaoSpecialAdministrativeRegionandTaiwanProvince)inChinafrom2013to2020,focusingontheeffectof
institutionalqualityinthe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indigitaleconomy.Theresultsshowthattheimprovementofthedevelopment
levelofdigitaleconomyhasasignificantpromotingeffectontheoptimizationand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andtheoptimizationof
institutionalqualitycanenhancethepromotingeffect.Fromtheperspectiveofheterogeneity,thehigherthelevelofinstitutionalquality,the
strongerthepromotingeffectofdigitaleconomyonthe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Meanwhile,theeffectofdigitaleconomyonthe
optimizationofindustrialstructureintheeasternregionismoreobvious,buttheimpactonthecentralandwesternregionsisnotsignificant.
Institutionalqualityisalsoanimportantdrivingforcefor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industrialdigitizationanddigitalindustrializationto
influencetherationalizationand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Thefindingsofthispaperprovidetheoreticalreferenceandpracticalvaluefor
ourcountrytooptimizeindustrialstructureefficientlyandpromoteeconomicsystemreformatahighlevel.

Keywords:digitaleconomy;institutionalquality;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asymmetric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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